
G20 怎么了？1

对二十国集团（G20）的失望情绪正在蔓延。如果需要概括一下这种失

望情绪，大概就如 2 月参加了 G20 上海会议的通用公司（GE）首席经济学家

Marco Annunziata 所言,“领导人们一起做着那些他们都知道没有用的事，

却对那些他们知道有用的事没法达成一致”。

回望 2009 年，G20 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。此后，G20 在

全球经济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G20 因危机而登上舞台，在全球金融

危机爆发初期，G20 在联合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是，

暴风骤雨过后，G20 主导的全球经济协调逐渐开始给人一种“一鼓作气，再

而衰，三而竭”的感受。

2014 年，G20 领导人提出了通过经济政策协调，在未来五年将全球经济

增长提升 2%的雄伟目标。但是今年是增长目标的第三年，实施进入中期阶段，

在最近的一次评估中，IMF 认为这一增长目标可能只能完成 0.8%。G20 在提

出 2%增长目标时一再重申，这对于各国来说不是硬性要求，但是仍然被多方

寄予厚望，如今的失望自然不言而喻。

为什么经济政策协调这么困难？特别是，为什么在危机期间协调得很好

的各国，在相对“和平”的时代就变得难以协调了呢？

1 本文已于 2016年 3月 24日发表于《澎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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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解释是,协调的参与者越多越困难，二十个国家的协调并不容易，

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 G20 的协调能力逐渐转弱，因为 G20 国家数量并没有增

加，国家构成也没有变化。

另一种解释是,2%目标背后的支撑经济政策头绪太多，有如“洗衣清单”，

各国承诺的经济政策举措达上千条。这个问题其实相对好解决，只需要将主

要问题归类，抓住重点分清主次即可。事实上，G20 也正是这么做的，但是

效果仍旧不明显。

这么多国家在一起为一个增长目标而协调，并不是第一次。我们可以看

看并不久远的历史。2000 年，欧盟设立里斯本战略目标——未来十年，各国

在实施各类政策组合后使欧盟经济增速达到 3%左右。这个计划提出的最初，

各国也是雄心满满，不过十年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，欧洲深陷欧债危机。

实际上，欧洲人对于这个目标的失望，早在计划中期评估的时候就表现

出来了。2005 年，时任欧洲智库 Bruegel 所长的 Jean Pisani-Ferry，就在

《里斯本战略怎么了》一文中对其失败教训进行了总结。这个总结对于今天

理解 G20 的困境同样很有帮助。

Jean 认为，里斯本战略的增长目标是经由各国协调一致的结构改革政策

来实现的，因此需要欧盟各成员国在结构改革协调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目

标。问题在于，以供给侧改革为特征的结构改革协调，天然就不如需求侧改

革协调那么容易。这个问题在 G20 各国的协调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——G20

的协调内容也在逐渐变化，相较于危机时期以需求侧政策为主的协调，当下

长期的增长目标更多关注以结构改革即供给侧为主的协调。

为什么结构改革协调比较难？这是因为协调的动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：

第一，协调改革具有正外部性，各国可以从一致行动进行改革中获益；第二，

“标尺竞争”存在，能够通过评估找出有效的政策形成示范效应供各国学习

与推广。不幸的是，结构改革协调天然的就难以满足这两项要求，很容易就

会产生协调动力不足的问题。

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两大协调动力。

第一，供给侧改革，必须要对别国有正向外部性，这样跨国的协调才有

必要。G20 此前需求侧政策协调的基础是明确的，即一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是

存在且可测度的。尽管在外溢效应的大小方面存在争议，但这至少构成了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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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政策协调的基础。然而，供给侧改革的正向溢出效应往往没有需求侧那么

显著和直接。

Jean 在文章中举了两个例子。在缺乏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背景下，一国降

低结构失业率对别国没有显著影响，而仅仅是惠及本国国民。考虑到 G20 国

家间的一体化程度比欧盟更低，这个问题就更具有代表性。类似的，一国通

过结构性改革成功实现了生产率的提升，这也主要是提升了自己的增长。别

国没有直接的生产率提升的溢出效应，即便别国有所获益也主要是源自于价

格降低带来的购买力提升，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，与协调无关。因此，这里

外部性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（pecuniary ones），一般由市场自发解

决，跨国协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故而也就缺乏动力。

当然，这其中也有例外。譬如在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支出，其外部性

的产生可能不是纯商业的（non-pecuniary），可以从跨国协调中获益，这

也同样可以成为 G20 的努力方向。

第二，“标尺竞争”需要发挥作用，即欧盟（在 G20 里一般是 IMF、世

界银行、OECD 或其他国际组织）对各国政策进行独立评估，通过树立标杆产

生示范效应，继而通过“开放式的协调”促进政府间的竞争，从而促进改革。

为了树立一个结构改革的标尺，G20 平台曾经委托 OECD 研究了各国经济

的管制程度，OECD 就此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。2015 年 3 月，在印度

西南部的库马拉孔湖畔（旅行小贴士，库马拉孔湖位于印度卡拉拉邦。在美

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给出的《一生要去的 50 个地方》当中，卡拉拉邦名列

其中，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）。OECD 的这份报告遭到了很多国家的猛烈抨击

——事实上，要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构改革“标尺”是十分困难的。

“标尺”如果是经济增长率、失业率等指标，那么则是易于比较的。但

是，结构改革政策的好坏衡量并不是那么直观，同时，其成效还取决于一系

列其他因素，如现有的制度、配套措施、宏观经济条件等。结构改革还意味

着在一系列影响中进行权衡，如效率和公平、就业和失业保障、长期和短期

等等，简单的经济评估无法给出相应的参考，也无法替一国做出选择。因此，

G20 国家虽然提出了上千条结构改革的方案以促进经济增长，但多数结构改

革政策仍然是一国基于本国国情做出的选择，而很难上升到国际层面成为各

国协调一致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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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，问题的答案已经非常明了，G20 协调动力放缓的根源在于：协调

内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，想让各国像以前那样充满动力已经不再是件容易的

事情。G20 要重获此前动力，恐怕得再来一场全球金融危机，然而这又是世

界经济不能承受之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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